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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假设健康是由公共健康支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和环境质量共同组成，考
察了公众健康意识的改变是如何通过影响政府对健康及环保的投入而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得出：存在环境质
量作用于健康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机制，福利最大化下的政府应当投入环保支出改善环境；当公众越是关心健
康，政府可选择的税收支出、公共健康支出和环保支出越会不断上升，实现提升健康水平和环境质量的同时使经济
持续增长。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２９个省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的数据，通过面板计量模型验证了理论部分关于健康方
程的假设，同时证实环境通过作用于健康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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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回顾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取得高速增长成绩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近年来

雾霾等空气污染现象突出，人们健康也受到影响。这表明目前我国医疗卫生和环保投入存在严重不
足问题，截至２０１４年末，公共财政中的医疗卫生和环保投入占ＧＤＰ比重仅为１． ５８％和０． ５９％ ①。与
以前不同，现阶段公众愈加关心经济增长之外影响福利的因素，如医疗、健康和环境等。医疗资源紧
张、分配不均、环境群体事件频发的报道屡见网络、媒体。这表明传统的那种以牺牲民众福利为代价
的经济增长模式显得难以持续。

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公众日益对健康和环境需要提升的期待而又实现较快增长？目前政府考虑生
态环境的逻辑又是什么？本文着眼于健康与环境的关系、健康与基础设施服务的关系以及基础设施
服务、环境质量和人民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模型，分析上述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并结
合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将解释：当政府关注人们总体福利时，是否会有动力增加公共健康支出和环保投
入以此不断改善公众的健康水平和所处的环境质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未来能否实现增长方式转
变和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及本文研究思路
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政府公共支出及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关注较多，

相关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在第一类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等这类生产性支出以
及相关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表性者有Ｂａｒｒｏ、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等［１ ２］。另外，资源环境问题一直是
学界研究热点，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下的经验研究，早期有关环境治理、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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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第二类研究自然而然地扩展
到环保投入这类非生产性支出及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具体见Ｇｒａｄｕｓ和Ｓｍｕｌｄｅｒ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
和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３ ４］。第三类则是考虑同时具有前面两种公共支出性质的健康支出，它是形成健康
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参见Ｚｏｎ和Ｍｕｙｓｋｅｎ、Ａｇéｎｏｒ、Ｇｕｐｔａ和Ｂａｒｍａｎ［５ ７］。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
（１）研究主题大多只涉及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支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健康这三种关
系的任一或两方面。（２）关于综合考虑生产性公共支出、健康、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
少见，仅Ｇｕｐｔａ和Ｂａｒｍａｎ做出了分析。Ｇｕｐｔａ和Ｂａｒｍａｎ指出，环境污染会影响实际生产性公共基础
设施的形成，会对公共支出边际生产率带来影响，分析了最优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然而未能考察当
健康对效用函数产生影响时的经济后果［７］。与Ｇｕｐｔａ和Ｂａｒｍａｎ类似，本文也要考察这四者之间的关
系，环境质量、生产性基础设施在内影响健康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尽管多数研究认为健
康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例如Ｂａｒｒｏ、刘国恩，但也有研究认为健康对经济长期效应并不是确定的，如
王弟海等［８ １０］。因此，健康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健康生产函数的形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
态，理解健康的生产机制是理解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的关键。既然如此，本文将对此展开进一
步的讨论，这构成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我们所关注的健康形成机制及作用机制，也有其他人进行了研究，但不够全面。例如，在Ａｇéｎｏｒ
研究中，健康服务生产只强调公共健康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互补作用，忽视了环境质量的
影响，这既不现实，也不能全面考察政府的多个行为决策成因［６］。Ｇｕｐｔａ和Ｂａｒｍａｎ及张东敏虽然考
虑了环境质量，指出污染加速健康的折旧，但他们忽略了基础设施对健康形成的作用［７，１１］。

本文认为，健康状况既是居民户的效用来源，增进了居民福利，同时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维度，对
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做出了要素贡献。对于健康资本的来源，既可以由居民各自提供，也得益于政府在
健康事业上的开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在政府主导下由居民户的决策驱动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理
论和实证上分析政府作为一个社会计划者如何通过选择环境保护开支和健康开支来实现居民户的长
期福利最大化，以此解释政府当前的决策最终是怎样推动了经济增长的。

三、理论模型框架
本文所考虑的是一个包含家庭和政府的两部门经济。在所描述的经济环境中，本文假定人口不

变，且单位化为１；代表性家庭是无限期存续的（当期家庭既要考虑自身的消费，也要考虑下一代及以
后各代的福利），使用私人资本、劳动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进行生产，且生产和消费唯一的可交易商
品，该商品价格单位化为１。该产品既可消费也能用来投资。政府通过征收平滑税来为支出融资。
本文假定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公共健康服务以及改善环境质量的环保支出。

（一）家庭
大部分文献都认为家庭只从闲暇和消费中获得满足，但是实际上人们的健康水平也影响着效用。

由于我们要考虑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和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假设家庭从消费和拥有的健康水
准中获得效用。于是，一个无限存续的家庭的最大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ＷＨ ＝ ∫
∞

０
Ｕ（Ｃ，Ｈ）ｅ －ρｔｄｔ （１）

其中Ｃ是私人消费，Ｈ代表健康人力资本，ρ ＞ ０代表时间偏好率。瞬时效用函数Ｕ（Ｃ，Ｈ）是变量
Ｃ和Ｈ的递增的凹函数，我们假设其为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形式，取对数将其变形为分离可加的效用
函数形式：

Ｕ（Ｃ，Ｈ）＝ ｌｏｇＣ ＋ ｖｌｏｇＨ （２）
显然，（２）式中参数ｖ≥０表示健康相对消费对效用的贡献。
家庭同时也是生产者，除了需要将当期收入用于当期消费也需要用于投资从而方便今后消费。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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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假设资本无需折旧。因此，这意味着家庭面临如下约束：
Ｋ ＝ （１ － ）Ｙ － Ｃ （３）
其中Ｋ代表资本存量，代表政府部门对家庭收入征收的平滑税率。
（二）健康服务的生产
一般而言，健康资本既来自公共政策，也来自私人健康开支。政府致力于环保的政策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环境质量，从而促进了健康；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支出更是提高了健康水平。我们的目的在于考察政
府公共政策对健康从而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假定私人用于健康的开支为常数。同时，出于方便求解的目
的，本文假设健康以流量形式存在，即当期健康水平仅取决于当期的公共健康支出、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和环境质量，假定私人健康支出不变且为１，假设健康采取的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技术：

Ｈ ＝ ＧμＨＧ
ε
Ｉ Ｅ
１ －μ－ε （４）

（４）式中ＧＨ、ＧＩ和Ｅ分别表示政府的公共健康开支、基础设施服务和既定的环境质量；参数μ，ε
∈ ０，( )１ ，且０ ＜ １ － μ － ε ＜ ０，这表明健康服务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的。

（三）生产
当期总产出Ｙ是由私人物质资本Ｋ、公共基础设提供的服务ＧＩ、健康服务Ｈ以及劳动Ｌ生产出来

的。本文借鉴Ｂａｒｒｏ、Ｐａｒｋ和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和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等对生产函数的设定［４，８，１２］，
将生产函数设定如下表示：

Ｙ ＝ ＧαＩ Ｈ
βＫ１ －α－βＬα＋β （５）

（５）式中α、β分别表示为公共基础设施服务ＧＩ和健康服务Ｈ对产出的弹性，其中参数０ ＜ α、β、
１ － α － β ＜ ０。我们不考虑人口因素，假设人口规模不变，将其标准化为１，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平均每单
位资本的产量如何增长，则（５）式还可以表达为：

Ｙ ＝ ＧＩ( )Ｋ
α Ｈ( )Ｋ

β

Ｋ （６）

（６）式意味着稳态，比率ＧＩＫ、
Ｈ
Ｋ 以及

Ｙ
Ｋ 都是常数。正如Ｂａｒｒｏ

［１］和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２］那样，本模型也是
一个标准的ＡＫ框架。

（四）环境
在本模型中，环境质量Ｅ被认为是一种非竞争的公共资源，且对健康的形成有着正的外部性。

本文参照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和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４］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分别进行设定，这不失一般性，其
环境质量随时间演化路径如下：

Ｅ ＝ δＥ － Ｐ ＋ Ａ，其中Ａ ＝ ＴＹ （７）
（７）式中的参数δ表示环境的自我更新率，Ｐ表示污染排放水平，Ａ代表用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

环保支出。（７）式表明环境质量的变化依赖污染排放和清理污染支出的大小，环境质量可以通过自我
更新和公共政策得以改善。

污染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是与最终产品成比例的一个流量。① 用公式表达为：
Ｐ ＝ ｄＹ，ｄ ∈ ［０，１］ （８）
（８）式表明每单位的产出会带来ｄ单位的污染，其中参数ｄ是量化经济活动对环境带来副作用的

技术参数。
（五）政府
政府通过征收税收Ｙ来为公共基础设施服务ＧＩ，提供公共健康支出ＧＨ以及为治理污染活动的

环保支出Ａ融资。本文假定政府不能够借贷，在任一时点上政府需要保持预算平衡。因此政府的预算

·３０１·
①类似的设定参见Ｆｏｒｓｔｅｒ、Ｐｌｏｅｇ和Ｗｉｔｈａｇｅｎ、Ｅ＆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人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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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式可表示为：
ＧＩ ＋ ＧＨ ＝ Ｙ － Ａ （９）
ＧＨ ＝ （１ － ｂ）（ － Ｔ）Ｙ；ＧＩ ＝ ｂ（ － Ｔ）Ｙ （１０）
（９）式和（１０）式描述了政府预算约束，其中（９）式表明政府的税收总收入等于总支出；（１０）式

表明政府把总税收扣除掉用于环保支出后的部分，即－ Ｔ中的比例ｂ部分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服务ＧＩ
上，比例（１ － ｂ）部分用于公共健康支出ＧＨ。

四、模型求解
（一）求解社会最优均衡
社会最优均衡分析（Ｆｉｒｓｔ Ｂｅｓ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ＢＡ）是基于全局立场进行决策，实现社会福利最大

化。社会计划者能够内部化由公共基础设施，健康人力资本以及环境质量所带来的外部性，直接选择
消费Ｃ和政策工具变量、Ｔ、ｂ，在（３）－（５）式至（７）式－（１０）式约束下最大化（１）式、（２）式构成的
效用函数。用公式可以表达为：

Ｖ ＝ ｍａｘ
Ｃ，，Ｔ，ｂ∫

∞

０
｛ｅ －ρｔ｛ｌｏｇＣ ＋ ｖｌｏｇＨ ＋ λＫ［（１ － ）（１ － ｂ）

μβ
１－α－β（μ＋ε）ｂ

α＋βε
１－α－β（μ＋ε）（ －

Ｔ）α＋β（μ＋ε）
１－α－β（μ＋ε）Ｅ

β（１－μ－ε）
１－α－β（μ＋ε）Ｋ

１－α－β
１－α－β（μ＋ε） － Ｃ － Ｋ］＋ λＥ［δＥ －（ｄ － Ｔ）（１ － ｂ）

μβ
１－α－β（μ＋ε）ｂ

α＋βε
１－α－β（μ＋ε）（ －

Ｔ）α＋β（μ＋ε）
１－α－β（μ＋ε）Ｅ

β（１－μ－ε）
１－α－β（μ＋ε）Ｋ

１－α－β
１－α－β（μ＋ε） － Ｅ｝｝ｄｔ （１１）

经一系列运算，我们定义辅助变量ｃ ＝ ＣＫ，ｘ ＝
Ｋ
Ｅ，Φ ＝ λＫＫ，Ω ＝ λＥＥ①，则这些定义的变量在稳

态增长ＡＫ框架下为常数，其中Φ和Ω表示的是经济范围内私人资本、环境的社会价值，ｃ和ｘ则分别
表示的是稳态增长均衡中消费私人资本比率以及资本环境质量比率，于是有：

ｃ
ｃ ＝ ｖ（μ ＋ ε）

１ － α － β
１ － α － β（μ ＋ ε）

１
Φ
＋ （１ － － ｓ ＋ Ｔ） １ － α － β

１ － α － β（μ ＋ ε）
Ｙ
Ｋ － ρ －

（１ － ）ＹＫ ＋ Ｃ （１２）
ｘ
ｘ ＝ （１ － ）

Ｙ
Ｋ － Ｃ － δ ＋ （ｄ － Ｔ）

Ｙ
Ｋ ｘ （１３）

Ω
Ω
＝ ρ － ｖ（１ － μ － ε） １ － α

１ － α － β（μ ＋ ε）
１
Ω
－ （１ － － ｄ ＋ Ｔ） β（１ － μ － ε）

１ － α － β（μ ＋ ε）
Ｙ
Ｋ －

（ｄ － Ｔ）ＹＫ ｘ （１４）

ｖ ε ＋ αμ
ｂ － （１ － α）μ１[ ]－ ｂ

＋ （１ － － ｄ ＋ Ｔ） α ＋ βε
ｂ － βμ１[ ]－ ｂ

Φ ＹＫ ＝ ０ （１５）
ｖ（μ ＋ ε）
－ Ｔ ＋ （１ － － ｄ ＋ Ｔ）［α ＋ β（μ ＋ ε）］ Φ

－ Ｔ
Ｙ
Ｋ － Φ

Ｙ
Ｋ［１ － α － β（μ ＋ ε）］＝ ０

（１６）
Ωｘ ＝ Φ （１７）
Ｙ
Ｋ ＝ ［（１ － ｂ）

βμｂα＋βε（ － Ｔ）α＋β（μ＋ε）ｘ－β（１－μ－ε）］ １
１－α－β（μ＋ε） （１８）

Φｃ ＝ １ （１９）

·４０１·
①具体模型求解过程比较烦琐，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如果需要，作者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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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ｃｃ ＝
ｘ
ｘ ＝

Ω
Ω
＝ ０。于是式（１２）至式（１９）构成了关于ｃ、ｘ、Φ、Ω、ＹＫ、、Ｔ、ｂ的八个方程系

统。通过求解上述方程组能够得到经济增长率γ ＝ γ（α，β，δ，ε，μ，ｖ，ρ，ｄ）。由于得不到上述系统的显
示解，我们运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通过数值模拟来求解上述优化问题。

（二）数值模拟
在设置基准经济参数时，参数选取是依据现有文献或实证研究。为了使模型能够接近我国的现

实经济状况，本文侧重于利用国内文献及研究。但对一些国内没有的参数，则参照国外经典文献。限
于篇幅，仅列出参数选择结果。借鉴刘国恩等研究，健康对产出的弹性β ＝ ０． １５；借鉴万建香等做法，
时间偏好率ρ ＝ ０． ０５，环境自我更新率δ ＝ ０． ０３５；借鉴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和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做法，污染系数
ｄ ＝ ０． ５，借鉴王弟海等做法，资本对产出的弹性１ － α － β ＝ ０． ５，环境质量健康弹性ω ＝ ０． １［４，９，１０，１３］。

对于参数μ、ε的选取，根据王弟海等、张东敏设定，μ ＋ ε ＝ ０． ９；我们假设μ ＝ ０． ６，以强调健康的
形成主要来自于公共健康支出ＧＨ，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ＧＩ和环境质量Ｅ起到次要的作用［１０ １１］。参数
ｖ ＝ １，表明在长期公众把健康Ｈ置于和消费Ｃ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效用函数中赋予一样的权重。
１． 参数ｖ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当其他参数不变时，我们分别取ｖ ＝ ０． １、０． ３、０． ５、…１． ５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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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BGP上环境质量随
v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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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BGP上税收   和环保支出比例 T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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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BGP上政策工具b随
v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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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BGP上GI/Y随v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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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BGP上GH/Y随v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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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BGP上经济增长率   随
v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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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众健康意识ｖ
结果如下：（１）在图１ － ６中，参数ｖ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γ的变动，即当公众越关心自身健康时，

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２）在图１ － １中，ｘ ＝ ＫＥ以及Ｃ ／ Ｅ都随着ｖ增加而逐渐下降，表明随着ｖ增加，
环境质量Ｅ相对消费Ｃ和私人资本Ｋ提高了。（３）在图１ － ３中，随着ｖ增加，即公众越关注自身健康
水平时，社会计划者会增加公共健康支出相对基础设施服务的比例，且其对应的比例ｂ不断下降。
（４）在图１ － ２中，可以发现最优税收比例随着ｖ稳定增加；环保支出比例Ｔ随着ｖ增加逐渐接近污染
排放系数ｄ。（５）在图１ － ４和图１ － ５中，随着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即ｖ增加，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健
康支出相应增加。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当公众关注健康时，社会计划者会通过提高平滑税率为公共支出融资，针对
公众对健康关注的回应，政府会相应地增加在公共健康支出ＧＨ和环保支出上的投入；同时也会增加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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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生产性作用的基础设施服务支出ＧＩ以促进增长。
我们的直觉在于：在福利最大化下，实行促增长政策，能够提高税基，同时提高税率会使政府税收

增加，这样政府可用于ＧＨ，ＧＩ及Ａ上的资源更多，进而提升健康水平和改善环境，增加福利水平；反过
来，环境改善和健康提升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由此，我们得出命题１

命题１：在福利最大化下，公众越是关注健康，即健康因素在效用函数比重越大，经济越能够实现
可持续发展，即伴随着环境质量改善、健康水平的提高，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２． 对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渠道的验证
下面通过分析环境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对上述命题１有着更直观和清晰的理解。假设ε ＝

０ ３不变，在所有变量取值范围内，依次取ω ＝ ０． ３、０． ０２５…０ ０５取，则数值模拟结果如下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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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健康对环境质量的弹性ω
从图２可以看出，当公共基础设施投资ＧＩ对健康人力资本Ｈ的弹性ε保持不变时，随着环境质量

对健康弹性ω逐渐减小，环保支出比例Ｔ、环境质量相对产出比Ｅ ／ Ｙ、健康相对产出比Ｈ ／ Ｙ以及经济增
长率γ都逐渐下降。原因在于，随着环境质量在健康服务生产中重要性逐渐下降，社会计划者就会减
少环保支出比例，会使得环境质量改善速度变慢，进而使得健康水平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这表明环境质量在增长中的重要性，环境质量影响健康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渠道是存在的，仅
依靠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健康支出是不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由此，我们得出命题２。

命题２：环境质量作用于健康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福利最大化下的政府应当投入环保支出改善
环境。

五、实证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一）实证模型设定
本部分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环境质量、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健康支出对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本文理论模型中关于健康生产函数的设定，我们就健康服务的生产（４）式两端同时取自然对数，
引入控制变量可得如下回归方程式：

ｈｅａｌｔｈｉｔ ＝ α０ ＋ α１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ｉｔ ＋ α２ｅｎｖｉｒｉｔ ＋ α３ｐｕｂｉｎｆｉｔ ＋∑βＸｉｔ ＋ δｉ ＋ μｔ ＋ εｉｔ （２０）
其中，ｈｅａｌｔｈｉｔ表示健康，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ｉｔ表示政府部门的公共健康支出，ｅｎｖｉｒｉｔ表示环境质量，ｐｕｂｉｎｆｉｔ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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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公共基础设施，Ｘｉｔ是包括抚养负担、城市化水平、科技创新在内的控制变量。
关于环境质量、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健康支出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就（５）式两

端取自然对数，构建如下回归方程式：
ｌｎ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Ｋｉｔ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ｉｔ ＋ α２ｅｎｖｉｒｉｔ ＋ α３ｐｕｂｉｎｆｉｔ ＋ α４ ｌｎｌｉｔ ＋ αｂＸｉｔ ＋ ｄｉ ＋ ｍｉ ＋ ｅｉｔ （２１）
其中ｌｎｙｉｔ表示实际产出水平，Ｋｉｔ、ｌｎｌｉｔ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Ｘｉｔ是包括教育人力

资本、科技创新、城市化水平及税收负担在内的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我国大陆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２９个省份（西藏、海南由于部分数据不全，予以剔除）的面板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下面的全国数据指的也是这些样本数据）。本文包括２个重要的基础回归方程式，
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健康ｈｅａｌｔｈｉｔ以及实际产出水平ｌｎｙｉｔ，本文所有变量计算方式和数据来源见表１。

表１　 变量名称、计算方法及说明
变量 中文名称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ｈｅａｌｔｈｉｔ 健康人力资本 死亡率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ｉｔ 公共健康支出 ｌｎ（人均公共卫生支出）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ｅｎｖｉｒｉｔ 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根据熵权合成法计算得到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４）》、《中国统计环境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
ｐｕｂｉｎｆｉｔ 铁路密度（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ｌｎ（铁路营运里程／省域面积） 中经网数据库

公路密度（ｌｎｈｉｇｈｗａｙ ） ｌｎ（公路营运里程／省域面积） 中经网数据库
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ｔ 老年人口抚养比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 １５ ～ ６４岁人口
ｔｅｃｈｉｔ 技术创新 每万人拥有的授予专利件数
ｃｉｔｙｌｉｔ 城市化水平 城市户口人数／总人口
ｌｎｌｉｔ 劳动对数 ｌｎ（劳动就业人数）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及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
口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ｌｎｙｉｔ 人均实际ＧＤＰ对数 ｌｎ（人均实际ＧＤＰ）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Ｋｉｔ 物质资本存量对数 永续盘存法计算，取自然对数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４）》；中经网数据库
ｔａｘｒ 地方税收负担 财政收入／ ＧＤＰ 中经网数据库
ｅｄｕｉｔ 教育人力资本 人均教育年限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０４）》、《中国统计环境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经网数据库。

其中，国内外通常使用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指标来度量健康，由于我国省级预期寿命数据的可得
性，这里我们用死亡率表示健康；在工业废水、废气、ＳＯ２、烟粉尘以及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基础上用熵
权合成法计算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计算度量环境质量指标；生产性基础设施用铁路密度对数和公路
密度对数表示；人口结构的变化用养老负担比重表示；关于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张军等采用永
续盘存法计算而得；人均教育年限，采用常用的文盲、小学、中学、高中、大专及以上分别按照０、６、９、
１２、１６加权平均而得［１４］。

六、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健康方程的估计
为了全面分析公共健康支出、生产性基础设施，特别是环境质量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本文首

先用全国２９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再分东、中、西部考察各自地区的特点。
表２汇总的是环境质量、公共健康支出以及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健康的影响的回归结果。考虑到省

级面板数据包括时间与截面两个维度，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与截面相关可能性，且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
绝了随机效应，因此本文首先报告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死亡率ｄｅａｔｈ作为健康的度量指
标，与健康呈反向变动，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污染综合指数ｅｎｖｉｒ作为环境质量的度量指标，与环境质量
呈反向变动。从回归方程（１）可以看到，环境污染ｅｎｖｉｒ的系数为１． １８３，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环境污染ｅｎｖｉｒ对死亡率ｄｅａｔ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环境污染越严重，死亡率也就越高，即环

·７０１·



文建东，花福秀：健康、环境、生产性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境质量水平越低，健康水平也越低。由于健康与环境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关系，因此我们把环境污染
滞后一阶，进行回归。从方程（２）和方程（３）我们发现，Ｌ． ｅｎｖｉｒ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与方程（１）所
得到的结论一致。进一步地，为了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我们同时采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方法进
行估计，发现方程（４）至方程（７）中ｅｎｖｉｒ或者Ｌ． ｅｎｖｉｒ系数符号不变且仍然显著，表明固定效应方程
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同时依据本文理论部分关于健康生产函数的假设，我们将公共健康支出变量
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纳入估计方程，发现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总体上对死亡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控制其他因素不
变时，公共健康支出越大，死亡率越低，健康水平越高，这一结论与卢洪友等一致，他们发现公共卫生
服务能够降低死亡率［１５］；我们同时发现以铁路密度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和公路密度ｌｎｈｉｇｈｗａｙ度量的生产性基
础设施ｐｕｂｉｎｆ在总体上对死亡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对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Ｗａｇｓｔａｆｆ和
Ｃｌａｅｓｏｎ的研究一致［１６］。关于控制变量，我们发现随着经济中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会导致死亡率增
加，且该效应是显著的，而科技创新、城镇化水平提高在总体上对健康作用并不明显。

表２　 全国总体健康方程的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死亡率（ｄｅａｔｈ）

ＦＥ（１）
（全国）

ＦＥ（２）
（全国）

ＦＥ（３）
（全国）

Ｄｉｆｆ － ＧＭＭ（４）
（全国）

Ｄｉｆｆ － ＧＭＭ（５）
（全国）

Ｓｙｓ － ＧＭＭ（６）
（全国）

Ｓｙｓ － ＧＭＭ（７）
（全国）

Ｌ． ｄｅａｔｈ ０． ２２２
（０． ０２８）

０． １９８
（０． ０００）

０． ５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２
（０． ０００）

ｅｎｖｉｒ １． １８３
（０． ００１）

３． ３９７
（０． ００２）

Ｌ． ｅｎｖｉｒ １． １１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１
（０． ００１）

２． １１４
（０． ０００）

１． ６０６
（０． ００２）

１． ５３８
（０． ００１）

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 － ０． １４４
（０． ０３９）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５３
（０． ４９２）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５
（０． ７５６）

－ ０． ０５５
（０． １３５）

－ ０． ０４０
（０． ３６３）

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 ０． １９５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９８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９７
（０． ３１３）

０． ０４２
（０． ５９１）

ｌｎｈｉｇｈｗａｙ － ０． ２１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４４
（０． ２７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数 ４９３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３５ ４３５ ４６４ ４６４

Ｒ２ ０． １５２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０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３． ７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８１
（０． ０００）

１７． ５５
（０． 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Ｒ（１）检验ｐ值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ＡＲ（２）检验ｐ值 ０． ８８９１ ０． ６１４１ ０． ６６８１ ０． ６３８１

　 　 注：（１）括号内为ｐ值；（２）、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３呈现的是分地区对健康方程的估计结果，这里我们只汇报了固定效应和系统ＧＭＭ估计结

果。在东部，为了减弱内生性，我们对环境污染用滞后一期的值进行回归发现，方程（１）和方程（４）的
Ｌ． ｅｎｖｉｒ系数为均为正，且均在５％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污染对健康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同时我们
发现铁路密度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对死亡率ｄｅａｔｈ的影响在５％水平上显著且为正，意味着东部地区基础设施不
仅没有改善健康状况反而恶化了健康，这可能与东部已经进入较为发达阶段有关，即基础设施投资可
能已经过剩。公共健康支出对死亡率的影响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跟预期符号一致。这表明在东
部地区，环境污染对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公共健康支出则能够改善健康，同时由于存在着基础设
施过度投资的情况，使得治理环境与公共健康投入不足，从而对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在中部，我们
发现，方程（２）和方程（５）中环境污染对死亡率影响为正且显著，表明环境污染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公
共健康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对死亡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在中部地区，对健康人力资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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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影响主要是环境因素。在西部，方程（３）和方程（６）中滞后一期的环境污染对死亡率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公共健康支出和铁路密度对死亡率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西部地区，不考虑省
际上的个人健康支出，总体上环境质量、公共健康支出及基础设施服务对健康都有显著影响，特别是
来自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能够显著改善健康状况。总之，尽管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我们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公共健康支出对健康影响为正；公共基础设施服
务在中西部地区对健康的作用为正，说明总体上我们的健康方程是适用于我国现实经济环境的。

表３　 分地区健康方程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死亡率（ｄｅａｔｈ）

ＦＥ（１）
（东部）

ＦＥ（２）
（中部）

ＦＥ（３）
（西部）

Ｓｙｓ － ＧＭＭ（４）
（东部）

Ｓｙｓ － ＧＭＭ（５）
（中部）

Ｓｙｓ － ＧＭＭ（６）
（西部）

Ｌ． ｄｅａｔｈ ０． ４７７
（０． ０００）

０． ４１６
（０． ０００）

０． ６１４
（０． ０００）

ｅｎｖｉｒ ２． ３４８
（０． ００２）

Ｌ． ｅｎｖｉｒ １． ５３１
（０． ０１７）

１． ０２７
（０． ０７５）

０． ２９１
（０． ７９４）

１． ２９０
（０． ０４４）

１． ７２６
（０． ０１３）

ｐｕｂｈｅａｌｔｈ － ０． １２７
（０． １００）

－ ０． ０７０
（０． ２５３）

－ ０． ２３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９
（０． ７１２）

－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２）

－ ０． １８２
（０． ０１１）

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 ３０５
（０． ０１２）

－ ０． ３２７
（０． ３０７）

－ ０． ６８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４
（０． ５１６）

０． ０２４
（０． ８４６）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９９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数 １７６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７６ １４４ １４４

Ｒ２ ０． ２９５ ０． ０９１ ０． ４４４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９． ２９
（０． ０００）

３． ３６
（０． ０２６）

５２． １０
（０． 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Ｒ（１）检验ｐ值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１４２
ＡＲ（２）检验ｐ值 ０． １３０９ ０． ６９７２ ０． ２５８３

　 　 综上，我们利用全国样本与分地区子样本数据分别对全国水平以及分东中西地区的健康方程进
行检验，发现在总体上，公共健康支出、基础设施服务，特别是环境质量（污染）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证实了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关于健康生产函数的假设。

（二）增长方程的估计
首先，我们分别采用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方法对全国总体增长方程进行

估计。由于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同时考虑到经济系统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主要以
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估计结果进行分析。表４汇总的是全国总体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我们发
现：第一，回归方程（５）以及方程（６）显示，环境污染ｅｎｉｖｒ在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估计下的系数分
别为－ ０ １２７、－ ０． ５３２，其中前者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污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
产生了不利影响；基础设施服务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系数分别为０． ０５８、０． ０３２，且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
础设施服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死亡率ｄｅａｔｈ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８，且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死亡率对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居民健康水平越
高，则经济增长越快。第二，在方程（３）至方程（６）中均加入环境污染滞后一期与死亡率乘积的交互
项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是为了对本文数值模拟得到的环境作用于健康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进
行验证。在固定效应方程估计下，对比回归方程（１）至方程（２），发现方程（３）至方程（４）加入的交互
项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系数均为负且各自在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在ＧＭＭ估计方程（５）至方程（６）
中，交互项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各自在１％、５％的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无
论采用哪一种估计方法，核心解释变量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的系数均为负，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即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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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平越高，由环境质量带来的健康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越有利，从而在实证分析上验证了传导机制
的存在性。

表４　 全国总体增长方程的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实际ＧＤＰ（ｌｎｙ）

ＦＥ（１）
（全国）

ＦＥ（２）
（全国）

ＦＥ（３）
（全国）

ＦＥ（４）
（全国）

Ｄｉｆｆ － ＧＭＭ（５）
（全国）

ＳｙｓＧＭＭ（６）
（全国）

Ｌ． ｌｎｙ １． １２
（０． ０００）

１． ２５１
（０． ０００）

Ｌ２． ｌｎｙ － ０． ２９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３６７
（０． ０００）

ｅｎｖｉｒ － ０． ２６７
（０． １２８）

－ ０． ２３９
（０． １５６）

－ ０． ０４６
（０． ６５３）

－ ０． １２７
（０． ０６９）

－ ０． ５３２
（０． ５４８）

Ｌ． ｅｎｖｉｒ ０． ３７２
（０． ４５０）

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 ２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１６２
（０． ００１）

０． １３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Ｌ． 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 １６５
（０． ０００）

ｄｅａｔｈ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０）

Ｌ． ｅｎｖｉｒｄｅａｔｈ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４）

－ ０． １１８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５）

ｌｎｋ ０． ６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６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６３６
（０． ０００）

０． ６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ｌ ０． ０６９
（０． ７４６）

－ ０． ０５２
（０． ７８８）

－ ０． １２２
（０． ５０２）

－ ０． １３７
（０． ４３６）

－ ０． ０７４
（０． ２６９）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数 ４９３ ４９３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０６ ４３５

Ｒ２ ０． ９７４６ ０． ９７６６ ０． ９７７３ ０． ９７８０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８９１． ６１ ４１４１． ５２ ６４４３． ３７ ７２６２． １０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Ｒ（１）检验ｐ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ＡＲ（２）检验ｐ值 ０． ５５７５ ０． ８４００

　 　 其次，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利用分地区的子样本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进行估计。表５汇总的是分
地区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其中方程（１）至方程（３）是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方程（４）至方程（６）是系
统ＧＭＭ估计结果。在东部，从回归方程（１）和方程（４）可以看到，环境污染对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
响，基础设施服务和健康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污染滞后一期与死
亡率交互项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２，且各自在５％、１０％水平上显著，表明在
东部地区环境污染影响健康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机制存在。在中部，我们从回归方程（２）和
方程（５）发现，环境污染和死亡率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环境污染的增长效应分别在１０％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这与东部情形存在明显差异，表明中部地区仍存在着以产生污染、损害健康的生产方
式获得增长，反映了东部与中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交互项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９１，且各自在５％、１％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污染通过作用于健康对产出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西部，从回归方程（３）和方程（６）我们发现，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不变前提下，环境污染对增长有促
进作用，健康能够促进增长，同时交互项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０，且后者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污染增加损害了健康，不利于经济增长。总之，我们按照东、中、西分地区
考察了各自增长情况的影响因素，发现虽然环境（污染）、健康（死亡率）自身对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不
同的影响，但是环境作用于健康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是确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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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分地区增长方程的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实际ＧＤＰ（ｌｎｙ）

ＦＥ（１）
（东部）

ＦＥ（２）
（中部）

ＦＥ（３）
（西部）

ＳｙｓＧＭＭ（４）
（东部）

ＳｙｓＧＭＭ（５）
（中部）

ＳｙｓＧＭＭ（６）
（西部）

Ｌ． ｌｎｙ １． ３４２
（０． ０００）

１． ２９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２５
（０． ０００）

Ｌ２． ｌｎｙ － ０． ３９９
（０． ０００）

－ ０． ５２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２１０
（０． ０００）

ｅｎｖｉｒ － ０． ２７２
（０． １１４）

０． ２１２
（０． ０５２）

０． ３８５
（０． ０８３）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０５）

０． ４９５
（０． ０００）

－ ０． ２０２
（０． ４１３）

ｌ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 １５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４９
（０． １４２）

０． ０１２
（０． ７９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０８
（０． ７３９）

０． ０１１
（０． ２３６）

ｄｅａｔｈ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７
（０． ５８８）

０． ００２
（０． ９１９）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９４３）

－ ０． ２０１
（０． ００３）

Ｌ． ｅｎｖｉｒ × ｄｅａｔｈ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４２
（０． １５３）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４）

ｌｎｋ ０． ５７０
（０． ０００）

０． ６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８１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０）

ｌｎｌ ０． １１５
（０． ４８７）

－ ０． ００８
（０． ９６６）

－ ０． ６１６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３５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观测数 １７６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６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Ｒ２ ０． ９６５０ ０． ９８６９ ０． ９８９８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８２． ６０ ２０８８． ０６ １５６２２． ５９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 ０． ４４３０ ０． ７２２０ ０． ３０４０
ＡＲ（１）检验ｐ值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９８
ＡＲ（２）检验ｐ值 ０． ６５１５ ０． １２８０ ０． ６９２０

　 　 综上，我们考察了全国样本下的经济增长方程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利用分地区子样本考察了经济
增长方程决定因素，发现尽管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但是理论模型中所得到的环境作用于健康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是存在的。

七、结语
本文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把环境质量视为健康的一种投入品，将健康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

数中，并假设健康服务是以公共健康支出、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和环境质量以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组合
形成，考察了公众的健康意识的改变如何通过影响政府对健康以及环保的投入而影响经济增长，得到
２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当健康在效用函数变得重要时，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会增加公共健康和环保支
出，以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健康水平实现协调发展；第二，环境质量能够通过影响健康进而对经济增长
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理论部分的假设和发现，公共健康支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和环境质量
确实影响健康的生产。具体地，环境污染的降低即环境质量的提高、公共健康支出和基础设施服务的
增加能够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环境质量的改善促进健康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对应的政策含义是：（１）环境质量、公共健康支出和生产性基础设施是
影响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且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它们的各自重要程度是不一样
的。具体而言，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东部地区要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和改善，而中西部
地区改善环境的同时，要着力增加公共健康支出和基础设施服务以提高公众健康水平。（２）无论是
从全国总体上看，还是分地区上看，环境质量通过健康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环境污染会
损害健康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正是这一机制的存在，支持本文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即当政府关
注公众总体福利时，公众越关心健康，政府可以实施增加环保和公共健康支出的财政政策以改善环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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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高健康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也要求我们摒弃以往那种牺牲居民福利为代价的增长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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